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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促使企业纷纷进行数字化转型，创新商业模式，以期不断提升创新绩效。现有研

究多聚焦于单一视角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鲜少关注到数字技术扩散、数字化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三

者的匹配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数字技术扩散、数字化能力、商业模式创新，以

技术–能力–模式协同联动的视角，以40家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组态分析(fsQCA)方法，

探究组态匹配路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 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不是由单一因素驱动的，

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2) 数字化能力是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3) 在数字化能力协同作用

下，数字技术扩散与商业模式创新相匹配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应；4) 价值获取、数字

环境与数字化资源在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分析数字技术扩散、商业模式创新与数字化

能力的有效组态路径，试图阐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为企业制定科学有效的

决策和政府制定企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提供经验证据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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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ompts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e business models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concentrates on the influence of a single viewpoin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
mance, and seldom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
nology diffusion, digital capabilit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
mance. Therefore, based on digital technology diffusion, digital capabilit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
vation, this thesis regards 40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s object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echnol-
ogy-capability-model synergy, and adopts fuzzy configuration analysis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the configuration matching path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mechanism.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not driven by a single factor, but by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2) Digital capability is the key factor to improve enterprise inno-
vation performance; 3) Under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digital capability, the matching of digital tech-
nology diffusion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can play a greater role in improving enterprise in-
novation performance; 4) Value acquisition, digital environment and digital resources play an im-
portant role i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ive configuration 
path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ffusi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capability, and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ultiple factor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t pro-
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decision support for enterprises to mak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deci-
sions and government to make enterprise digital poli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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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丰富了企业数字化的技术选择，为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重大机遇。随着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这会对企业的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以及价值创

新等提供强大的动力，促使企业实施包括产品、市场、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革[1]-[4]。进而为企业提升创新

绩效注入活力。同时数字技术含有的基础设施和模块能够为价值的创造、传递和获取提供新的途径；另外数

字技术与企业关键资源互补融合，可以促使企业实现资源的创新性重组[5]。基于此，如何加速数字技术在制

造企业应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学者们基于不同企业类型发现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6] [7]，也有学者从动态能力、资

源整合、高管团队异质性、战略导向、数字技术能力、技术创新、战略导向等不同视域探究商业模式创新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5] [8]-[12]。另外有学者发现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存在较高相关性[13] [14]。随着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氛围的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数字化及与之相关的能力，数字化能力也被认为

是企业获取竞争力和提高创新绩效的重要能力。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企业数字化能力如何提升企业创新绩

效，如网络权力、组织文化与网络嵌入、供应链双元性、组织韧性和环境动荡性等视角[15]-[18]，发现数字

化能力能够赋能组织架构，重塑企业管理运营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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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较为丰富，冯长利等通过 meta 分析指出企业规模、行业类型、市场环境、区域经济水平和对绩效的

测量方式都会影响企业创新绩效[19]，而且企业创新绩效也不能脱离企业的资源、能力以及组织结构的作用。 
综上，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维度或者具体维度的单一视角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鲜少考虑数字技

术扩散、数字化能力以及商业模式创新三者之间的匹配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本文以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为背景，以技术–能力–模式协同联动的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究

三者之间的匹配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由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关系贡

献萤火之光，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贡献新的经验证据。 

2. 理论回顾与模型假设 

2.1. 数字技术扩散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随着数字化转型、数据赋能理论的提出与发展，数字技术逐渐受到各行业重视，部分学者认为数字

技术将对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例如 Yoo 认为数字技术能够促进产品迭代创新，打破产业之间的壁垒，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20]；在此基础上，数字技术扩散成为重要的研究前沿之一，现有关数字技术扩散领域

的研究多集中于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和扩散的结果方面。在影响因素方面，距离、技术势能、扩散通道、

创新网络及竞争强度、企业的动态能力以及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等都会影响创新扩散广度与深度；在数

字技术扩散的结果方面，有研究提出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价值创造和获取方式发生改变，为企业

创新发展提供新路径，带动企业价值的迭代；加速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倒逼传统企业建立创新体

系等[21] [22]。 
然而，通过数字技术的扩散，企业在传统制造过程中嵌入新兴数字技术，利用数字技术赋予传统产

品或者服务以数字技术特性的创新[23]，借助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数字生态系统等数字工具来变革

自身原有的产品、服务以及创新商业模式[24]。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企业不断拓展其价值创造

能力，提升了技术能力水平、丰富了产品质量和功能、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25]；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打破了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信息隔阂，使得企业在创新研发、功能制造等过程中能够充分融入用户的需求，

创新对用户价值的挖掘方式，提升用户粘性[26]。另外，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组织绩

效和竞争优势，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是企业成功采纳以及应用数字技术的一种有益结果[27]。 
因此，对于制造企业，数字技术的扩散会对企业的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以及价值创新等提供强大的

动力，促使企业实施包括产品、市场、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革；另外数字技术扩散不断将外部的知识和

其他资源进行开发转化为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2.2. 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数字化能力逐渐成为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和适应数字化经济发展的新能力[28]。Lyytinen 和 Yoo 将

数字化能力作为一种信息数字的能力，能够在某种程度降低组织的信息冗余、高效地使用数据等核心信息，

促进组织研发与生产相融合[29]。吉峰等人提出企业数字化能力指企业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与数字资产，以

数据为核心，调动企业内外部资源，减少组织信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实现营销、研发和生产的数字化

变革，创造更大商业价值的能力[30]。本文认为数字化能力是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将数字资产和业务资源

进行全面整合，通过数字网络创新产品、服务和流程，实现价值创造和管理创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31]。 
数字化能力与传统能力的结合，并嵌入在组织各环节中，不仅能激发冗余资源，提高生产要素的使

用效率，而且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优化企业的营运方式，改进企业创新模式。另外，数字化能力能

够渗透在企业经营管理、组织文化以及商业模式等过程之中，有效配置企业内外部资源，提升企业创新

绩效[15]。王苗在研究中也提出数字化能力能够使得企业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方式发生变化[18]，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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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主体由企业主导型向企业和顾客共同主导型转变[32]，企业与客户及其利益相关者在共享资源和共

创价值中协同发展，价值创造载体从价值链发展为价值网络。 

2.3. 商业模式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关于商业模式，国内外学者大多从价值创造和获取的角度对其进行定义。如 Tess 认为商业模式是企

业对其价值创造、交付和获取机制的设计或架构[33]；杨俊等将其定义为企业创造、传递和获取价值的基

础架构[34]。而关于商业模式创新，Foss 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对商业模式关键要素或者连接这些要素体系

结构的改变[35]。王雪冬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一种系统化的创新活动，组织为了实现更高的价值获取而对

涉及价值创造、传递和获取的一系列组织活动和架构进行的创新和变革[36]。本文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企

业为实现价值共创与合作共赢，而在价值主张、创造、传递、获取等活动的变化或重新配置[37]。学者们

研究得出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存在重要影响[38]，如罗兴武等[39]、阎婧等[40]和庞长伟等[41]均证明

商业模式创新积极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向两端攀升[42]，在商业模式创

新的助推下，制造企业可以强化研发能力、服务能力，推动企业突破低端锁定，克服来自加工、装配、生

产等低附加值环节的压力，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环节移动。另外，有研究指出商业模式创新是竞争

优势的前因，其实质是商业模式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将核心能力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43]。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扩散正催生出新型商业模式[5]，如场景商业模式，平台型

商业模式以及生态型商业模式等，随着新型商业模式的出现，为制造企业提供了技术上优越的产品或服

务，优化生产运营流程，有效降低交易风险、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率[44]；实现企业和客户之间直接、

频繁和深入的交互，产生多种可以更好地识别、分析、理解和回应客户需求的模式，从而对客户需求有

更好的了解，提升企业创新业绩。 

2.4. 模型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基于技术–能力–模式协同联动的思想，从数字技术扩散、数字化能力和商业模

式创新三者组态匹配的视角，探究三者组态匹配路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for enhanc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digital context 
图 1. 数字化情境下制造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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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analysis, QCA)是一种以案例为导向的非对称性方法，探索产

生特定结果发生的各种条件组合，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被广泛应用。QCA 假定某种现象的成因是复杂、

多元、非线性的，基于组态视角以及集合理论，运用布尔最小化运算，将结果变量看作前因变量组合的

共同作用。相比其它实证方法，QCA 不强调单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而是侧重于挖掘结果变量的

多个前因变量组成的组态构型，擅长解决并发性、非对称性、多重等效性问题。QCA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清晰集(csQCA)、模糊集(fsQCA)与多值集(mvQCA)。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究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主要依据如下：首先，

fsQCA 方法可以避免数据转换过程中的信息损失，提高数据精准度；fsQCA 方法将数据转化为 0~1 区间

内的连续模糊集，既融合了定量研究方法中量化分析又兼具定性研究方法的深入分析；其次，fsQCA 方

法具有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双重优点，可从组态视角定性分析前因要素且能够定量分析组态路径；第三，

fsQCA 方法既可以分析前置要素和结果要素间必要的联系，又可以进一步分析各要素间联结的状况和不

同前置要素结合促进结果要素配置的路径。 

3.1. 数据收集 

fsQCA 方法不仅适合小案例研究，也适合中等样本。出于对数据可得性与准确性考量，选取汽车制

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参考袁淳[45]等学者的做法，对原始数据做如下处理：1) 剔除 ST、*ST 企

业样本；2) 剔除样本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样本；样本的数据主要从 CSMAR 数据库获得；根据统计数据

的可得性需要，筛选处理后，最终得到 40 家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规模与 fsQCA 方法相匹配，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外部效度的同时，还可保留案例的独特性与深度。 

3.2. 变量定义 

数字技术扩散：本文主要从数字技术的采纳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两个维度测量数字技术扩散，测量方

式是从企业年报进行关键词抓取。 
商业模式创新：本文基于构成要素视角，从企业的价值传递、价值创造以及价值获取出发，参考相

关文献的研究，构建商业模式创新测量体系，采用熵权法计算出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指标的

得分值。 
数字化能力：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从数字化投入、数字环境、数字战略导向和数字化资源四个维度

测量数字化能力，具体指标以及数字化投入、数字环境和数字战略导向的评分参考 CSMAR 团队与华东

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研究团队联合研发的《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研究数据库》；数字

化资源本文选择用企业总资产测量。 
企业创新绩效：主要从数字化成果方面进行测量，参考 CSMAR 团队与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系研究团队联合研发的《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研究数据库》。 
综上，本文整理出研究变量测量的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 

3.3. 变量校准 

在校准时需要找出三个临界值：完全隶属阈值、交叉点阈值、完全不隶属阈值。本文采用直接法对

变量数据进行模糊集校准，按照帕斯和伍德赛德[45]的研究建议，将本文所涉及的前因条件、结果变量的

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的校准点分别设置为 95%、50%和 5%分位数值对于非高创新绩效，

其校准的临界值与高创新绩效表现相反，因此取高创新绩效的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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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pecific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variable measurement 
表 1. 变量测量的具体测量指标 

变量 维度 指标 符号 评分 

商业模式创新 

价值创造 
应收账款周转率 A 

VC 

熵权法 

存货周转率 A 
流动资产周转率 A 

价值传递 
流动比率 

VD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价值获取 
总资产净利润率(ROA)A 

VA 流动资产净利润率 A 
净资产收益率(ROE)A 

数字技术扩散 

数字技术采纳 

人工智能技术 

DTD 

中国上市公司数字 
化转型研究数据库 

区块链技术 
大数据技术 
云计算技术 

数字技术应用 
技术创新词频 

DTA 流程创新词频 
业务创新词频 

数字化能力 
 

数字化投入 

数字资本投入计划 

DBA 
数字人力投入计划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科技创新基地建设 

数字环境 

所在行业发明专利数量 

DE 

所在行业 R&D 活动情况 
所在行业新产品开发及销售情况 

所在行业数字化技术强度 
所在行业数字资本投入强度 
所在行业人力资本投入强度 

所在城市光缆密度 
所在城市移动交换机容量 

 

 
所在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 

 

 

所在城市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 

数字战略导向 
 

管理层数字创新导向前瞻性 

DSO 
管理层数字创新导向持续性 
管理层数字创新导向广度 
管理层数字创新导向强度 
管理层数字职务设立 

数字化资源 企业总资产 TER 

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 

数字创新标准 

DIP 
数字创新论文 
数字发明专利 
数字创新资质 

数字国家级奖项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6.152046


殷艳娜 等 
 

 

DOI: 10.12677/mse.2026.152046 472 管理科学与工程 
 

4. 实证分析 

本文模糊定性比较分析使用的软件是 fsQCA3.0，遵循相关学者的建议以及软件自身的设置，将一致

性阈值设定为 0.8，PRI 的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7，案例阈值设定为 1。 

4.1. 必要性分析 

在构建真值表前，需要对前因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找出条件中的必要条件，其作为结果变量的一

个超集，分析时必须出现在真值表中；但其亦有可能会在简约解中消除，但不影响其作为结果变量的核

心条件。一般一致性水平在 0.9 以上，即说明这一条件为引致结果的必要条件，如表 2 所示。 
 
Table 2. 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表 2. 必要性分析结果 

前因变量 
高创新绩效 非高创新绩效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VC 0.688290 0.601901 0.588005 0.603630 

-VC 0.546739 0.530616 0.612205 0.697482 

VD 0.648024 0.529148 0.627441 0.601444 

-VD 0.511907 0.539270 0.508796 0.629209 

VA 0.800049 0.607891 0.683881 0.609993 

-VA 0.486710 0.567390 0.560396 0.766905 

DTD 0.647579 0.634660 0.620161 0.713491 

-DTD 0.707658 0.613458 0.682449 0.694492 

DE 0.771344 0.650039 0.692003 0.684598 

-DE 0.625741 0.633789 0.646254 0.768403 

DTA 0.649704 0.644576 0.585059 0.681388 

-DTA 0.678854 0.582229 0.694823 0.699564 

TER 0.734041 0.681358 0.527567 0.574869 

-TER 0.541997 0.494256 0.707576 0.757468 

DSO 0.710178 0.709932 0.513384 0.602460 

-DSO 0.602323 0.513241 0.752820 0.753041 

DBA 0.558004 0.654271 0.550505 0.757735 

-DBA 0.793380 0.600569 0.748822 0.665420 
 

表 2 中，“-”表示“非”，即不存在；例如“-VC”表示为价值创造不出现。由表 3 可见，当所有

单项条件都纳入在内时，高创新绩效或非高创新绩效的一致性均未超过 0.9，表明单项条件的出现不足以

实现高或非高创新绩效，即没有必要条件出现。故在此后的分析过程中，需要将各个前因变量加入到相

关组态中去讨论。 

4.2. 组态分析 

在定性比较分析中会得到复杂解、中间解、简约解三种解，本文分析得出前因变量的组态结果如表

3 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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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nfigur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表 3. 高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H1 H2 H3 H4 H5 H6 H7 

VC  ☉ ☉ ● ○ ● ☉ 

VD ● ● ● ☉ ◎ ● ◎ 

VA ● ● ● ● ● ● ● 

DTD ◎  ◎ ○ ● ● ● 

DTA ● ● ● ◎ ○ ● ☉ 

DBA ○ ○  ● ● ☉ ● 

DE ● ● ● ● ● ● ● 

TER ● ● ● ○ ☉ ● ☉ 

DSO ● ● ● ● ☉ ○ ☉ 

原始覆盖度 0.202 0.190 0.178 0.154 0.107 0.158 0.137 

唯一覆盖度 0.030 0.015 0.001 0.026 0.013 0.021 0.031 

一致性 0.980 0.950 0.956 0.962 0.961 0.971 0.951 

解的覆盖度 0.349  

解的一致性 0.934  

注：●表示核心条件出现，☉表示边缘条件出现，◎表示核心条件不出现，○表示边缘条件不出现，空白表示条件变

量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表 3 表明，模糊集分析产生了通往高创新绩效的 7 个组态路径，7 个组态条件的一致性分别是 0.980、
0.950、0.956、0.962、0.961、0.971 和 0.951，说明 7 个组态均可以是高创新绩效的充分条件；在高创新

绩效中解的一致性为 0.934，在非高创新绩效中解的一致性为 0.928，一致性满足要求。为了更好地识别

不同组态路径的差异性，根据上表组态表现出来的逻辑特征和简约解中核心条件，对其进一步归纳分析，

如下表 4 所示。 
 
Table 4. Configuration types 
表 4. 组态类型 

高创新绩效类型 

类型 组态路径 

价值传递主导型 H1 H2 H3 

价值创造主导型 H4 

价值主张主导型 H5.H7 

价值共创主导型 H6 

4.2.1. 高创新绩效 
1) 价值传递主导型 
组态 H1 (VD*VA*-DTD*DTA*-DBA*DE*TER*DSO)、H2 (VC*VD*VA*-DBA*DE*TER*DSO)和 H3 

(VC*VD*VA*-DTD*DTA*DE*TER*DSO)中均包含核心条件——价值传递、价值获取、数字技术应用、

数字环境、数字战略导向以及数字化资源，共同描述了在数字环境与数字化资源的支撑以及数字战略的

导向作用下，数字技术与价值传递和价值获取相匹配，均能实现高创新绩效；由于价值传递方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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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导致价值获取的变化，因此将此种路径命名为价值传递主导型。组态其余前因条件发挥作用有所

差异，H1 中不出现核心条件数字技术采纳与边缘条件数字化投入，在 H2 中边缘条件数字技术采纳不出

现，而在 H3 中没出现核心条件数字化投入；但价值创造在 H2、H3 中发挥边缘辅助作用。组态 H1 表明

虽然数字技术采纳与数字化投入有所缺失，无论价值创造水平高或者低，但在数字化资源、数字战略以

及环境的支撑下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价值传递和价值获取，仍能够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组态 H2、H3 表

明良好的价值创造水平在数字技术应用与价值传递和价值获取匹配过程中，具有正向辅助作用。 
2) 价值创造主导型 
组态 H4 中(VC*VD*VA*-DTD*-DTA*DBA*DE*-TER*DSO)中，价值创造、价值获取、数字化投入、

数字环境和数字战略导向发挥核心作用，价值传递在组态中发挥边缘辅助作用，组态中核心条件数字技

术应用、边缘条件数字技术采纳与数字化资源未出现。组态 H4 表明处于数字环境中尽管数字技术采纳、

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资源有所缺乏，但在企业数字战略引导下，数字化投入与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相

匹配，并辅以良好的价值传递水平相协同，企业仍然能够实现高创新绩效，由于价值创造方式的改变也

可能导致价值获取方式与水平的变化，因此将此种路径命名为价值创造主导型。 
3) 价值主张主导型 
组态 H5 (-VC*-VD*VA*DTD*-DTA*DBA*DE*TER*DSO)与 H7 (VC*-VD*VA*DTD*DBA*DE*TER 

*DSO)中两者均出现核心条件——价值获取、数字技术采纳、数字化投入和数字环境，均不出现核心条

件——价值传递，且数字化资源与数字战略都在两者中起到边缘辅助的作用，不同的是价值创造时 H5 中

不出现的边缘条件，而在 H7 中发挥边缘辅助作用。组态 H5 表明虽然企业价值传递与价值创造不明显，

但是企业自身拥有良好的资源能力与数字化投入，在数字环境支撑与数字战略引导下，价值获取采纳相

匹配的数字技术，也能够实现高创新绩效；组态 H7 表明价值创造与数字技术应用，在价值获取采纳相匹

配的数字技术产生高创新绩效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 
4) 价值共创主导型 
组态 H6 (VC*VD*VA*DTD*DTA*DBA*DE*TER*-DSO)中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数字技

术采纳、数字技术应用、数字环境、数字化资源发挥核心作用，数字化投入发挥边缘辅助作用，数字战

略导向为不出现的边缘条件。组态 H6 表明尽管缺少数字战略引导，但是在数字化投入的辅助作用下，数

字环境与企业资源支撑下，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获取与数字技术采纳和数字技术应用匹配能够实

现高创新绩效，把这种匹配机制称为价值共创主导型。 

4.2.2. 组态横向分析 
1) 在高创新绩效组态中可以发现在 7 个组态中，核心条件——价值获取与数字环境均出现。三个条

件在组态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作为单一条件并不能成为高创新绩效或者非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前文

必要性分析结果可知)，必须与其他条件匹配形成合力，组成充分条件组合，才能促使高创新绩效发生。 
2) 组态的横向分析进一步表明在数字化背景下，数字环境能够影响企业经营和发展，企业所处的数

字环境已经成为管理者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这种因素能改变企业的经营投资决策，带动绩效的变化，

不同的数字环境会影响着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及其经济后果。价值获取虽然在企业价值流程(价值创造、

传递、获取)上位于价值创造之后，但是商业模式创新的目的和重要基础，正是企业存在对未来获取价值

量的期望，和对自身能力的信任，使价值获取成为了驱动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行为的催化剂。 
3) 资源是创新的基础，更是实现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先决条件，能够使企业在激烈地竞争中取得竞

争优势。但是各个资源并不能独立于自身之外的资源，自发为企业创造绩效取得竞争优势，不但需要资

源间的良好匹配，还需要资源能够与组织、技术、环境、商业模式相协同才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因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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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扩散虽然能够促进价值创造方式、价值传递方式以及价值获取方式发生变化，但还需依托于数字

化资源才能产生与之匹配的商业模式，才能够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定研究结果可靠性，通过调整一致性水平的方法(从 0.80 调升至 0.85)来检验稳健性。根据 QCA
结果稳健的两个标准：不同组态的集合关系状态和不同组态的拟合参数差异进行判断。结果显示，以 0.85
为一致性阈值的结果所含条件组态，与以 0.80 为一致性阈值的结果所含条件组态基本相同，未发生本质

性变化，即上述条件组态构型具有可靠性。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背景，从技术–能力–模式协同联动的视角，以 40 家汽车制造业企业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究三者之间的匹配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发现四

种产生高创新绩效的组态类型，分别是价值传递主导型，价值创造主导型、价值主张主导型、价值共创

主导型。研究表明： 
1) 企业高创新绩效的产生并非由单一因素所驱动，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研究发现，

任何单一因素均不构成实现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通过九个前因变量的组态匹配，共得出七条通往高

创新绩效路径。且同一种要素的不同状态(出现或者不出现)与不同的要素组态匹配，也可能实现高创新绩

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现有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即产生高创新绩效结果不存在唯一最

佳路径，其路径是多样和等效的。 
2) 在高创新绩效组态路径中，核心条件均出现商业模式创新维度与数字技术扩散维度的匹配，说明

制造企业数字技术扩散与商业模式创新组态匹配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影响，但是需要企业数字化投入、

数字化资源、数字环境的支撑或者数字战略的引导，即表明商业模式创新与数字技术扩散相匹配对创新

绩效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其作用程度不足以企业产生高创新绩效需要其他条件的嵌入与支撑；如组态

H1、H2、H3 中，核心条件均出现价值商业模式创新维度——价值传递和价值获取，数字技术扩散维度

——数字技术应用，两者的匹配不足以产生高创新绩效，因此核心条件中出现——数字环境、数字化资

源和数字战略，在这些条件的支撑和引导下，不同边缘条件的辅助作用下，匹配出高创新绩效路径；同

理在组态 H5、H7 中，核心条件均出现价值获取、数字技术采纳、数字化投入和数字环境，两者相匹配

不足以产生高创新绩效，需要在数字化投入和数字环境的支撑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产生，说明数字

化能力是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 
3) 横向分析发现，组态 H1~H7 中均出现价值获取和数字环境，表明条件变量在企业创新绩效组态

匹配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单一条件并不能达到成为必要条件的影响能力(前文必要性分析结果可知)，其必

须与外在其他条件匹配形成合力，构成充分条件组合，才能促使创新绩效的产生。因此，制造企业必须

认识到价值获取、数字环境与数字化资源在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单个条件无法单独产

生创新绩效，但是与其他条件匹配，均易形成组态效应，促使创新绩效产生。因而企业应加强对价值获

取水平与方式的认识，对数字化资源以及数字环境的认知和识别。 

5.2. 管理启示 

本文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背景，从技术–能力–模式协同联动的视角，以数字技术扩散、数字化

能力、商业模式创新等为条件变量，探究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揭示了数字技术扩散、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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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匹配路径的复杂性，得出了多重条件间组态协同效应的存在，通过对组态结果的分

析得到一些结论，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新的管理思路，有助于企业管理者制定科学高效的决策；为制造

企业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提供新的参考。 
1) 行业管理层面 
第一，行业管理的思维应由“局部优化”向“协同匹配”转变，并根据企业环境、资源、能力等条

件，从“整体视角”关注前因条件之间适配问题。第二，数字环境、价值获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但

并不是必要条件，行业管理应注重企业自身资源条件和数字环境的协同联动。 
2) 企业层面 
第一，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组态路径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本文研究得出 4 种类型

高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匹配路径，但是并不是任意路径均适用任何企业去实施，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采

取适合自己的组态路径。如在组态 H6 中，在数字环境与数字化资源的支撑下，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

值获取与数字技术采纳和数字技术应用匹配能够实现高创新绩效，但是并不能忽略的是，此种组态对企

业数字化投入要求较高。 
第二，数字化能力是企业应对环境变化，抵御风险的动态能力，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提升创新绩

效的来源之一，企业应注重数字化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如建设数字化设施和数字化平台，引进数字型人

才，数字化企业生产经营流程、商业模式以及共建价值网络和数字生态等。 
第三，为维持企业竞争优势，确保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企业一定要避免陷入非高创新绩效误区，应

根据自身状况选择适合的发展战略，引进数字技术、实施商业模式创新、培养竞争能力和提高创新绩效

等，让企业永葆生机活力，补足企业要素短板，缓解企业对单一优势的依赖。 
3) 政策支持层面 
第一，政府应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建设城市数字环境。从本文研究所得的组态结果中可以

发现，数字环境虽然并不能够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但其也是高创新绩效每种组态的核心条件。

可以发现，数字环境的优劣在推动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中具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加大数字投入力

度，营造数字氛围，加强数字环境的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环境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第二，政府应纠正驱动企业创新绩效中的单因素主导论，在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要避免仅引入数字

技术或者仅构建企业数字氛围这种典型的单一因素主导型倾向。政府相关部门可通过开展与数字化有关

的讲座和培训来使企业管理者了解采取单一因素主导可能面临的问题，从而促进企业改进或者实施多因

素结合驱动型策略。 
第三，政府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针对本地制造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实际困境难题，出台相应政

策扶持其解决难题，摆脱路径依赖、脱离问题困境，实现路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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